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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经历了40多
年的高速增长，但近年来随着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

环境承载压力越来越大，这种主要依靠大规模要素

动员的外延式增长模式已经难以持续。在此背景

下，中共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以企业为核心的“创新

驱动发展”战略，要将技术进步作为经济增长新引

擎，实现从“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的伟大转型。

从宏观层面来看，近年来中国研发经费支出和专利

申请数量都迅速增长，研发强度(研发经费支出/GDP)
从1998年的0.51％上升到2018年的2.18％。与此同

时，专利申请数量呈爆炸式增长，根据2012年世界知

识产权组织(WIPO)的相关报告，从2011年开始，中国

国家知识产权局成为全球接受发明专利、实用新型、

外观设计和商标这四类知识产权申请数量最多的机

构。①从微观层面来看，企业创新和企业家精神在内

生技术进步中扮演着关键角色(Romer，1986；Aghion &
Howitt，1992)，故中国能否实现增长动力的战略转

型，主要取决于中国企业的创新表现。

既有文献衡量企业创新主要用到三种指标，即

全要素生产率(下文称TFP)、研发支出和专利。TFP
的优点是能够度量企业产出增长中无法被要素积累

解释的部分，但在不完全竞争市场中，使用TFP衡量

企业创新却可能会导致较大误差(Klette & Grilich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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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Klette，1999)。现代社会中，大多数创新行为都

是来自于人类有意识投资，故研发支出经常被用来

衡量企业创新。但就中国而言，使用微观企业研发

支出数据做研究受限较大，主要因为大样本企业研

发数据的可得性较差，比如，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只

公开了 2001-2003年以及 2005-2007年这 6年的企

业研发支出。相比 TFP和研发支出，以专利度量企

业创新具有一些明显的特点或优势(Griliches，1990；
Aghion et al.，2005)：首先，专利是企业的创新产出，

而非创新投入；其次，专利数据是公开的，每周更新，

故可获得性和及时性都高，有利于把握最新的技术

趋势；最后，专利数据包括申请人、技术类别和法律

状态等多维度的丰富信息，通过匹配其他的企业数

据，可以用来深入研究企业创新行为。

本文的基础性贡献是为中国专利数据库和中国

工业企业数据库提供一套有针对性的、标准可行的

匹配方法。前者由国家知识产权局构建，其中包括

自1985年《专利法》实施以来所有的微观专利数据，

但缺乏企业的详细信息；后者由国家统计局构建，包

括 1998-2013年所有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基本信

息、财务报表信息和产销信息等多维度变量，但缺乏

专利信息。匹配这两个数据库具有一定的挑战性。

主要是因为汉语的表达和书写习惯，同一家企业在

两个数据库中可能具有不同的名称或格式，故不作

精细处理，就很容易导致匹配不足或过度匹配的问

题。本文所提供的数据清洗(data cleaning)以及精确

匹配和模糊匹配相结合的操作流程，基本上可以确

保得到比较可靠的匹配结果。

基于匹配数据，并以专利申请来衡量企业创新，

本文梳理了中国企业创新的 5个特征事实：(1)从企

业规模维度看，中国企业创新行为强烈支持熊彼特

假说；(2)民营企业的专利比率(专利申请数量/资产总

额)更高；(3)出口企业的专利比率更高；(4)企业创新

具有很强的地区集聚效应；(5)企业创新在行业分布

很不平衡，并且劳动要素密集型行业更具有创新

性。更加有趣的是，本文发现以 2006年左右为分水

岭，不论从规模、地区、行业层面的集聚性以及出口

企业对非出口企业的相对优势来看，中国企业创

新都呈现出显著的“倒U型”特征。受此启发，本文

利用准双重差分法(quasi-difference in differences)研
究了《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
2020年)》(下文简称《纲要》)这一重大创新政策对企

业创新的影响。结果发现，《纲要》显著促进了企业

专利申请的数量和质量以及它们的 TFP水平，同时

也相对更多地促进了劳动密集型行业的企业创新，

但在规模、地区和出口状态维度上没有导致显著的

异质性效应。进一步地，本文将 2006年后新进入企

业样本与全样本进行了对比分析，发现不论是规模、

地区、行业维度上的创新基尼系数，还是出口企业相

对非出口企业的专利比率，新进入企业都要更小一

些。由此大致可以推测，上述以 2006年左右为分水

岭的“倒U型”趋势主要是由《纲要》实施后新进入企

业的创新异质性所导致的。

本文剩余部分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介绍了中国

专利数据库和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以及两个数据

库进行匹配的流程和结果；第三部分描述了中国企

业专利活动的特征事实；第四部分以《纲要》为例，考

察了创新政策对企业创新行为的影响；最后为本文

结论。

二、数据介绍与数据匹配

(一)专利数据库

本文使用的中国专利数据库(下文称专利数据)
来自于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涵盖1985-2015年间在

国家知识产权局申请并公开的所有专利数据，其中发

明专利5739764件(被授权的专利有2233604件)，实用

新型专利5353508件，外观设计专利3732294件。②

专利数据主要包含专利基本信息、申请人和发

明人信息、法律状态信息和引用信息4类。专利基本

信息包括：专利名称，申请号，申请日，公开(公告)号，

公开 (公告)日，IPC(international patent classification)
号，优先权号，优先权日，代理人，代理机构，摘要，权

利要求书等。申请人和发明人信息包括：申请人名

称，申请人地址，申请人邮编，申请人所在国(省)，发
明人名称。法律状态信息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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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包括公开、实质审查、授权、驳回、专利权终止以及

专利权转让等法律状态发生的具体时间。通过专利

的法律状态信息，可以计算不同群组(cohort)专利的

更新率，结合专利更新率和年费结构，还能够用来估

计专利的私人价值(Schankerman & Pakes，1986；寇宗

来和刘学悦，2017)。另外，根据专利的引用信息，可

以计算出每个专利的被引用次数，这也是一个较

好的衡量专利质量的指标(Hall et al.，2005；Jaffe &
Trajtenberg，2005)。③

(二)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

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来自中国国家统计局，数

据包括 1998-2013年全国所有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

年报信息，其行业涵盖范围包括中国国民经济行业

(GB4754-2011)下属的采掘业、制造业以及电力、燃

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3个门类，包括 6-46共计 41
个大类行业(二位码行业)。每个企业的数据信息可

以分别归入三类变量，即企业的基本信息、财务报表

信息和产销信息。

鉴于聂辉华等(2012)、杨汝岱(2015)以及 Brandt
et al.(2012)已经对 1998-2007年的中国工业企业数

据库做过详细介绍，本文将简要介绍 2008-2013年

期间中国企业数据的一些特征和问题。首先，2008
年的企业数据来自中国第二次经济普查，数据信息

最为充分，数据质量也是相对最高的。其次，在2009
年的43万家企业数据中，有11万家左右缺失了法人

代码和企业名称信息。第三，2010年的企业数据存

在较为严重的数据质量问题。④第四，2011年企业数

据中，湖南省所有企业样本缺少从业人数信息。第

五，2013年企业数据中从业人数存在虚报问题，因为

微观数据加总之后的从业人数远大于国家统计局官

方公布的宏观数据。第六，2011-2013年企业数据都

缺少中间投入合计和工业增加值数据，无法计算TFP。
针对上述问题，本文采取的办法如下：第一，为

尽可能多地补充2009年的企业信息，本文依照12位
行政区划代码、行业四位码、开工年份、开工月份、登

记注册类型、主营产品等变量，将2009年数据分别与

2008年经济普查数据和 2009年全国税收调查数据

进行匹配，最终得到 35.6万家有法人代码或企业名

称的 2009年数据。第二，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规

模以上工业企业从业人数，计算得到 2012年相对

2011年从业人数的增长率为 4.36％，再通过湖南省

企业在2012年的从业人数除以1.0436计算得到它们

在2011年的从业人数。第三，将2013年工业企业数

据的从业人数按照“省份-行业”维度加总后得到数

值Apj(p表示省份，j表示行业)，再使用2013年经济普

查公布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省份—行业”从业人数

Bpj除以Apj计算得到系数Cpj，接着将2013年每家工业

企业的从业人数乘以其对应的系数Cpj得到调平后的

从业人数(Brandt et al.，2017)。最后，参考Brandt et al.
(2017)的做法，估算2011-2013年工业企业的中间投

入合计和工业增加值，进而计算TFP：(1)根据 2004-
2007年工业企业数据计算各四位码行业的总劳动力

成本/应付工资总额的平均值 aj，再用其他年份企业

的应付工资总额乘以对应行业系数 aj推算它们的总

劳动力成本；(2)估算企业的生产成本，它等于总产出

*(销售成本/销售收入)；(3)计算企业的中间投入合

计，它等于生产成本-总劳动力成本-本年折旧；(4)计
算企业的工业增加值，它等于工业总产值-中间投入合

计+本年应交增值税；(5)使用Brandt et al.(2012)的方法

估算实际资本存量，并使用杨汝岱(2015)的方法计算

分行业的产出品价格指数和中间品价格指数，并进

一步计算得到工业增加值和中间投入的实际值，再

用OP和LP方法分别计算企业的TFP。⑤

然后，本文参考Brandt et al.(2012)的方法，按照

如下步骤构造企业面板数据：使用法人代码逐年匹

配；若法人代码匹配不上，使用企业全称匹配；若企

业全称仍然匹配不上，使用企业简称进行匹配；如果

企业简称无法匹配上，进一步使用“法人代表姓名+
行政区划六位码+成立年份”匹配；上一步仍然匹配

不上的，使用“电话号码+行政区划六位码+成立年

份”匹配。在1998-2013年间，共有866324家企业的

3964478个观测样本。⑥

(三)匹配中国专利数据库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

本文的基础性贡献是为专利数据和工业企业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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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提供一套科学的匹配方法，以确保得到高质量的

匹配结果。需要指出，近年来已经有一些研究对专

利数据和工业企业数据进行匹配，但他们几乎都未

披露详细的匹配方法(张杰等，2015；Eberhardt et al.，
2011；Dang & Motohashi，2015；Liu & Qiu，2016；He et
al.，2017；Chen et al.，2019)。与本文最接近的是Xie &
Zhang(2015)以及He et al.(2018)，他们均匹配了1998-
2009年的专利数据和工业企业数据，并且较为详细

地介绍数据匹配方法。本文将以国家统计局公布的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专利申请总数为基准，将本文的

匹配结果与Xie & Zhang(2015)和He et al.(2018)进行

对比。

本文以企业名称为桥梁，逐年匹配了1998-2013
年专利数据和工业企业数据。但由于中文固有的表

达和书写习惯，同一家企业可能在两个数据库中填

写不同的名称，这给数据匹配造成了巨大难度。为

了尽可能降低匹配不足和过度匹配问题，本文首先

对企业名称进行数据清洗(data cleaning)，然后依次

采用精确匹配和模糊匹配两种方法进行匹配。处理

过程大致如下：(1)依次剔除企业原始名称中的异常

符号、将各类括号转换成标准的英文括号、将ASCII
编码的字母和数字转换成UTF-8编码、所有英文字

母大写、所有汉语数字替换成阿拉伯数字(地名的数

字不替换)、左右括号数量不相等的手动调整成相

等，由此得到清洗后的“企业全称”。(2)依次剔除“企

业全称”中的下列词汇：有限、责任、股份、公司、厂、

省、市、区、县、回族自治区、壮族自治区、维吾尔自治

区、自治区，接着剔除括号，由此得到“企业简称”。

(3)对“企业全称”，先剔除“公司”这个词汇后的所有

内容，然后依次剔除如下词汇：有限、责任、股份、集

团、总公司、分公司、公司、总院、分院、总部、分部、总

厂、厂、省、市、区、县、回族自治区、壮族自治区、维吾

尔自治区、自治区，接着剔除括号与括号中的内容，

最后剔除企业名称中所有的地名简称，由此得到“企

业关键词”。(4)将两个数据库的“企业全称”做精确

匹配，由此得到基于“企业全称”的匹配结果。(5)通
过“企业简称”，将所有工业企业数据与步骤(4)中尚

未匹配上的专利做精确匹配，由此得到基于“企业简

称”的匹配结果。(6)通过“企业关键词”，所有工业企

业数据与步骤(5)中尚未匹配上的专利做模糊匹配，

再以人工检查的方式剔除错配样本，由此得到基于

“模糊匹配”的匹配结果。⑦

基于匹配结果可以发现，模糊匹配对于早期年

份是比较重要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两个数据库的

数据录入质量都有了显著提升，因而即便只做精确

匹配，误差也不会太大。比如说，1998年总共匹配

了 9390个专利，其中有超过 20％是通过模糊匹配

实现的，但到了 2013年，在总共 533430个匹配数据

中，有 95％是通过基于“企业全称”的精确匹配就可

以实现的。

与本文类似，Xie & Zhang(2015)与He et al.(2018)
在匹配这两个数据库前也对企业名称做了数据清

洗。Xie & Zhang(2015)剔除了名称中的标点符号，以

及“省”“市”“县”“有限责任公司”“有限公司”和“厂”

这些关键词，但他们只进行了精确匹配。He et al.
(2018)和本文类似，进行了精确以及模糊匹配。但

He et al.(2018)与本文有两点重要区别：第一，在精确

匹配时，他们剔除了企业名称中“集团”“总公司”和

“分公司”这些关键词，这意味着会将工业企业的子

公司或母公司申请的专利与工业企业匹配上；第二，

在模糊匹配时，他们将工业企业的子公司申请的专

利与工业企业匹配上。例如，他们将中国铁路通信

信号上海工程有限公司(作为子公司)申请的专利全

匹配到中国铁路通信信号总公司(作为母公司)上。

然而，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是按照属地原则去统计

法人单位或产业单位的信息，而非企业集团，这可能

会导致过度匹配问题。

要科学地评估匹配效率，必须找到一个可靠的

比较基准。幸运的是，国家统计局出版的《中国科技

统计年鉴》在2004年、2008年、2009年、2011年、2012
年、2013年这 6年均公布了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当年

的专利申请总数。定义“真实匹配率”等于匹配上的

专利申请数量占国家统计局公布的规模以上工业企

业专利申请数量的比例。从理论上看，真实匹配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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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等于1，大于1说明过度匹配，小于1则说明匹配

不足。表1比较了不同研究的匹配结果。在可比年

份，He et al.(2018)匹配上的专利数量最多，而在早些

年份，Xie & Zhang(2015)匹配上的专利数量比本文

注：列(1)—(3)分别表示本文、Xie & Zhang(2015)以及He et al.(2018)对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匹配上的专利总数；列(4)表示国家统
计局官方公布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专利申请数量；列(5)—(7)分别表示三篇不同文章的真实匹配率；列(8)—(10)分别表示本文，
He et al.(2018)以及国家统计局公布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量。

表1 不同匹配结果的比较

Panel A

年份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1
2012
2013

Panel B

年份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1
2012
2013

匹配上的专利数量

(1)
本文

9390
12848
15418
19502
28718
35664
48470
60140
83836
106327
150182
185379
362356
487053
533430

真实匹配率

(5)
本文

0.751

0.865
0.697
0.939
0.994
0.951

(2)
Xie & Zhang(2015)

11714
16411
19809
23579
34328
40161
46867
59955
80314
103167
134911
178475

(6)
Xie & Zhang(2015)

0.726

0.777
0.671

(3)
He et al.(2018)

16031
23262
28335
33616
48592
60137
68841
88538
120330
154965
202098
268843

(7)
He et al.(2018)

1.066

1.164
1.011

基准专利数量

(4)
国家统计局

64569

173573
265808
386075
489945
560918

工业企业数量

(8)
本文

165118
162033
162885
171256
181557
196222
276474
271835
301961
336768
411407
355583
302593
323911
344875

(9)
He et al.(2018)

165118
162033
162883
169031
181557
196222
279092
271835
301960
336767
412817
448741

(10)
国家统计局

165080
162033
162885
171256
181557
196222
276474
271835
301961
336768
426113
434364
325609
343769
369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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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但从 2004年开始则比本文要少。以国家统计局

公开的宏观数据作为比较基准，则He et al.(2018)一
直是“过度匹配”的，而Xie & Zhang(2015)和本文则是

“匹配不足”的。具体地，分别对应于 2004年、2008
年和 2009年，本文的真实匹配率为 0.751、0.865和

0.697，Xie & Zhang(2015)为 0.726、0.777和 0.671，而
He et al.(2018)则为1.066、1.164和1.011。原则上讲，

鉴于本文做了模糊匹配，每年匹配上的专利数量应

该一直高于Xie & Zhang(2015)，但由于他们未披露规

模以上工业企业样本数，本文无法分析为何 1998-
2003年期间他们匹配的专利更多，而He et al.(2018)
之所以有“过度匹配”，是因为他们将工业企业的母

公司和子公司申请的专利也匹配进来，即存在重复

计算的问题。

三、中国企业专利活动的特征事实

根据匹配数据可知，1998-2013年，只有 99070
家中国工业企业申请过专利，占所有企业的比例为

11.4％，而若只看发明专利，此比例将进一步下降到

6.6％，这表明中国距离“万众创新”还有相当的距

离。但从“积极的”角度看，随着时间推移，有专利申

请的企业占比增长得很快。在 1998年只有 1.65％，

而到 2013年则上升到了 13.18％，涨幅接近十倍，这

说明越来越多的中国本土企业开始认识到专利和知

识产权保护的重要性(Hu et al.，2017)。结合企业特

进行深入分析，本文梳理得到与中国企业专利活动

相关的5个特征事实。

特征事实 1：从企业规模维度看，中国企业的专

利行为强烈支持熊彼特假说。⑧

关于企业规模与企业创新之间的关系，Schum⁃
peter(1934)提出过一个著名假说，认为大企业更具创

新性；因为大企业不但具有更丰裕的资金，也希望通

过创新而阻挠潜在进入者和创造性破坏的威胁(Gil⁃
bert & Newbery，1982；Aghion & Howitt，1992)。

从专利角度看，中国企业的创新行为强烈支持

熊彼特假说。如图1所示，在样本期内，企业规模维

度的创新基尼系数一直高于 0.53，说明中国本土企

业的创新水平分布非常不平衡。⑨资产规模位于前

10％以及前20％企业专利申请数量占比的特征也和

创新基尼系数类似。更有趣的是，在样本期内，创新

基尼系数呈现出非常明显的“倒U型”，在 2005年达

到峰值0.76，随后逐年下降。

特征事实2：民营企业，尤其是大型民营企业，相

比国有企业的“专利比率”更高。

虽然国有企业通常比民营企业享有政策优惠，

但从理论上看，这并不必然意味着国有企业的创新

激励更强。首先，假设国有企业比民营企业更容易

或能以更低的利率获得银行贷款(Song et al.，2011)，
则从创新成本角度来看，国有企业的创新激励将会

图1 专利申请在不同规模企业间分布不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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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强。但另一方面，给定国有企业的政策优惠往往

也体现为享有较强的行政壁垒保护，则根据替代效

应(Arrow，1962)，它们的创新激励将低于竞争性的民

营企业。

20世纪 90年代，中国对国有企业进行了“抓大

放小”改革。在此之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的国

有企业数量持续减少，但它们的资产总额却依然很

大。结合特征事实1可知，必须控制企业规模因素，

才能更加合理地考察所有制对企业专利行为的真实

影响。这样，若以“专利比率”(专利申请数量/资产总

额)来衡量企业的创新能力，则如图2所示，国有企业

的专利比率将明显低于民营企业或外资企业。

特征事实 3：相比非出口企业，出口企业的专利

比率更高。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融入到国际分工体系，

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也开始有了出口行为。既有文

献发现出口状态和企业生产率之间存在着显著的正

相关关系，对此，一些研究强调了选择效应，认为是

生产率高的企业更倾向于出口(Melitz，2003)，而另

一些研究却认为是企业出口促进了生产率的提高

(Atkin et al.，2017)。基于匹配数据，如图3所示，本文

发现出口状态和专利行为之间也存在强烈的正向相

图2 不同所有制企业的专利比率
注：专利比率等于每千万元资产总额的专利申请数量。企业的所有制根据企业的登记注册类型判断。

图3 出口企业与非出口企业的专利比率
注：专利比率等于每千万元资产总额的专利申请数量。当企业的出口交货值大于0时，就是出口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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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性，在所有年份，出口企业的专利比率都显著高于

非出口企业。更有趣的是，以2006年为界，出口企业

的专利比率比上非出口企业这个指标随时间也呈现

出显著的“倒U型”关系。

特征事实4：企业创新行为具有很强的地区集聚

效应，但北京、上海和深圳分别作为其所在创新集群

的中心城市，在与周边城市的关系上具有很大的异

质性。

过去几十年，中国经济在高度增长的同时，也呈

现出显著的区域不平衡性，东部地区的经济增长速

度明显快于内陆中西部地区。本文数据表明，中国

企业的创新行为也呈现出相似的区域不平衡性，东

部地区贡献了全国四分之三的专利申请数量。本文

进一步计算了省级层面和城市层面的创新基尼系

数，表明创新分布的区域不平衡性在城市层面更加

明显(图 4)，因为企业创新活动高度集聚于三大创新

区，即以上海为核心的长三角地区，以深圳为核心的

珠三角地区和以北京为核心的环渤海地区。按照区

域经济学中的“中心—外围”理论进行分析，核心城

市对周边城市的创新活动具有方向相反的两种效

应：一种是促进周围城市创新的“辐射效应”或“溢出

效应”，另一种是抑制周围城市创新的“虹吸效应”或

者“集聚效应”。如图5所示，同样是创新核心城市，

北京、上海和深圳与周边城市的关系具有显著的异

注：东部地区包括如下11个省份：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海南。

图4 企业专利申请在不同区域间分布不平衡

图5 “北上深”在各自创新极的专利申请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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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性。具体而言，北京对环渤海其他城市呈现的是

“虹吸效应”，上海对长三角其他城市呈现的是“辐射

效应”，而深圳以2006年为界，对珠三角其他城市先

具有“虹吸效应”，之后则具有“辐射效应”。

特征事实5：企业创新行为在行业分布上很不平

衡，并且与资本密集型行业相比，劳动要素密集型行

业更加具有创新性。

与前面类似，本文也分别计算了中国工业企业

在二位码和四位码行业层面上的创新基尼系数，结

果如图6所示。由此可以发现，在整个样本期间，中

国工业企业的专利申请在行业分布上都是非常不平

衡的，而且行业分类越细，这种不平衡性越高。

通常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

主要是基于“汗水”而非“灵感”，故与资本密集型行

业相比，劳动要素密集行业的创新性应该较低。但

与Xie & Zhang(2015)类似，本文分析却得出了恰好相

反的结论。如图7所示，在样本期间，劳动要素密集

型行业不但一直具有更高的专利强度(专利申请数/

图6 企业专利行为在行业上的分布不平衡

图7 劳动、资本要素密集型行业的专利强度

注：专利强度等于每千万元工业总产值的专利申请数量。本文计算了每年各四位码行业的资本劳动比率，按照资本劳动比将
各行业均等分成劳动要素密集型和资本要素密集型两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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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总产值)，而且从 2008年开始，劳动要素密集型

行业和资本要素密集型行业的专利强度差距迅速扩

大。⑩对此现象，一个自然的解释来自于诱致性技术

进步理论(induced technological progress)：“生产要素

相对价格变化本身就是创新的推动力，即会促进那

种可以节约相对价格更高要素的创新”(Hicks，1963)。
本文计算了劳动和资本的相对价格指标(即工资/利
率)，结果在很大程度上支持了诱致性技术进步理

论。首先，工资/利率指标在样本期内一直是增长

的；其次，可能是受《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颁

布实施的影响，从2008年开始，该指标上升变得更加

迅速。

更加有趣的是，综合以上 5个特征事实，尤其是

对照图 1、图 3、图 4和图 6可以发现，2006年似乎是

中国企业创新行为模式发生转换的一个分水岭。因

为以2006年为界，不论是企业规模维度、地区维度以

及行业维度上的创新基尼系数，还是出口企业对非

出口企业的相对创新优势，都呈现出了明显的“倒U
型”趋势。

四、创新政策对企业创新的作用效果

关于前述“倒U型”趋势的推动力量，一个合理

的猜测是国务院于2006年颁布实施的《纲要》，因为

其中不但确立了中国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战略目标，

而且还制定了一些非常具体的考核目标，进而必然

会对政府和企业的创新激励造成重大影响(寇宗来，

2008)。比如，《纲要》提出，到2020年，中国的研发强

度(研发支出/GDP)应该达到 2.5％(大概对应于美国

2006年的水平)，至少在当时看来，这是一个需要政

府和企业付出极大努力才有可能实现的宏伟目标。

鉴于此，本部分将以《纲要》这一重大创新政策实施

视为准自然实验，通过准双重差分方法检验其对企

业创新的因果效应及其异质性效应。

(一)基准分析

本文使用准双重差分法的基准计量模型设置

如下：

patentit=β0+β1intensityj×post06t+Zi，t-1γ+ηi+ηct+εit

(1)

其中，被解释变量 patentit表示企业 i在 t年的专利申

请数(加 1后取自然对数)，具体有 4个变量，即分别

为发明专利、实用新型、外观设计所对应的申请数

量以及此三类专利申请的加总数量。核心解释变

量 intensityj表示企业 i所属四位码行业 j的专利密集

度，它等于政策实施前(1999-2005年)各行业发明专

利总量与同一时期年平均就业人员数之比；􀃊􀁉􀁓post06t

是政策实施的虚拟变量，当 t大于或等于2006时取1，
否则取0。尽管《纲要》旨在提高国家整体创新能力，

但不同行业受此政策影响的程度会有所差异；特别

地，相比专利密集型行业，非专利密集型行业对研发

和专利创新的依赖性较低，因而受《纲要》的影响也

会相对更小。参照 Greenwald & Stiglitz(2014)的思

路，本文以政策实施前各行业的专利密集度作为准

双重差分时企业的分组变量，故系数β1即本文所关

注的《纲要》对企业创新的作用效果，若其显著大于

0，则说明《纲要》能显著提高企业的专利申请数量。

Zi，t-1表示企业层面的控制变量，根据前面所梳理的几

个特征事实，本文控制了企业滞后一期的规模、是否

出口、资本劳动比和年龄等变量。本文还控制了各

种固定效应，其中ηi代表企业固定效应，ηct代表“城

市—年份”固定效应，用来控制不同年份各城市的经

济发展水平、知识产权保护程度以及创新政策执行

力度等会影响企业创新水平的特征。εit为聚类到四

位码行业层面的稳健标准误。在剔除各种异常值

后，本文得到457555家企业的2415258个观测样本。

基准回归结果如表2所示。列(1)—(4)分别报告

了以企业三类专利申请总量、发明专利申请数量、实

用新型申请数量和外观设计申请数量为被解释变量

的回归结果。列(1)结果显示：行业专利密集度和政

策实施虚拟变量的交互项的系数为正并且在 5％的

统计意义上显著，表明在平均意义上《纲要》显著提

高了企业的专利申请数量。进一步地，给定不同行

业的专利密集度不同，回归系数显著为正意味着，在

专利密集度更大的行业中，《纲要》对企业专利申请

数量的提升效应更大。比如，在所有行业中，专利密

集度指标最高的是通信系统设备制造行业(4.8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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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位数行业是蔬菜加工(0.02)，故受《纲要》影响，前

者比后者在专利申请数量增长程度上高出23.4％左

右(0.048*(4.889-0.02)=0.234)。同样地，列(2)—(4)中
交互项的系数均显著为正，表明《纲要》分别显著

提高了企业的发明专利、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申

请数量。

(二)内生性检验

1.平行趋势检验

基准分析的结论显示，相比低专利密集型行业，

《纲要》显著对高专利密集型行业企业的专利申请数

量提升效应更大。但一个合理的质疑是，这可能只

是捕捉了政策实施前就已经存在的行业差异性，即

在2006年之前高专利密集型行业的专利申请数量的

增速本来就显著高于低专利密集型行业。为了检验

双重差分法的适用性，本文借鉴 Jacobson et al.(1993)
的做法，利用事件分析法来进行平行趋势检验，并考

察《纲要》实施之后的动态效应，具体计量模型如下：

patentit=β0+ ∑2013k = 2000 βkDj，k+Zi，t-1γ+ηi+ηct+Si×ηt+εit (2)
其中，Dj，k表示行业专利密集度和一系列年份虚拟变

量的交互项；Si×ηt表示企业 i在政策实施前的年均专

利申请数量Si和年份固定效应的交互项。

本文以样本初始年份 1999年为基期，主要关注

系数βk的情况，它表示在k年，实验组和控制组企业

之间的专利申请数量差异。如图8所示，以专利申请

总量为被解释变量做回归分析，则βk在2006年之前

都未显著为正，且从2006年开始才显著为正，并且逐

年增大，这不但说明平行趋势检验通过，还表明《纲

要》实施后，其促进企业创新的效应逐年递增。

2.安慰剂检验

对本文结果另外一种合理的质疑是，计量模型

无法控制一些不可观测且随时间变化的行业特征。

鉴于此，本文将参照Li et al.(2016)做安慰剂检验，以

间接检验是否存在这种遗漏变量问题。直观上，根

据计量方程(1)，可以将估计系数 β̂1写成：

β̂1=β1+α× cov(intensityj × post06t, εit｜C)
var(intensityj × post06t|C) (3)

其中，C包括所有控制变量和固定效应，而α代表了

不可观测因素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若可以检验支

持 α=0，则表明不可观测因素不会影响估计结果。

更加具体地，先将所有行业的专利密集度随机打乱

顺序后再分配给各个行业，然后以计量方程(1)进行

估计，则从理论上讲，此时应该有 β1=0；进一步，如

果由这种随机打乱政策分组所得到回归系数 β̂1=0，
则可以推断α=0。本文以专利申请总量为被解释变

量，将上述过程重复500次，并得到相应的“错误”估

计系数 β̂1random；如图9所示，其服从正态分布并且均值

接近为0(均值0.004，远小于真实值0.048)，因而支持

表2 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intensity×post06

企业控制变量

企业固定效应

城市—年份固定效应

样本数

调整的R2

(1)
三类专利

0.048**
(0.019)

是

是

是

2415258
0.434

(2)
发明专利

0.031**
(0.014)

是

是

是

2415258
0.414

(3)
实用新型

0.034**
(0.014)

是

是

是

2415258
0.406

(4)
外观设计

0.006***
(0.002)

是

是

是

2415258
0.326

注：所有模型均未报告常数项的结果。括号中报告的均是聚类到四位码行业稳健标准误。其中***、**和*分别表示在1％、
5％和10％的水平上显著。下表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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α=0，即行业遗漏变量不影响本文结论。

(三)稳健性检验

下面将从四方面进行稳健性检验。首先，用企

业发明专利的被引用次数衡量企业创新的总价值、

用企业发明专利的平均被引次数衡量企业创新质

量，以它们为被解释变量的回归结果如表 3中Panel
A的(1)—(4)列所示，各列系数都显著为正，说明《纲

要》不仅提高了企业创新的数量，还提高了创新的质

量。其次，用2001-2005年(不包括2004年)的行业平

均研发强度(研发支出/主营业务收入)来替换现有的

图8 平行趋势检验

注：图8的实线表示计量方程(2)中估计的系数βk，虚线表示估计系数的95％上下置信区间。图9展示了500次安慰剂检验得
到的“错误”的估计系数的分布；垂直的虚线表示的是“正确”的估计系数。

图9 安慰剂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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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专利密集度指标，回归结果如Panel A的(5)—(8)
列所示，各列的系数均显著为正，说明利用行业专利

密集度的不同衡量方式，《纲要》促进企业创新的结

论依然成立。再次，使用 1999-2013年一直存在的

企业的平衡面板数据进行回归，如Panel B的列(1)—
(4)列所示，除外观设计，其他列的系数都显著为正，

进一步证明了本文结论的稳健性。最后，考虑到《纲

要》实施后的样本跨越了不同的“五年规划”，期间政

府引导和支持力度可能会有所差异 (钟宁桦等，

2019)，本文也检验了《纲要》在不同的五年规划期间

的政策效果。具体地，将《纲要》实施后的样本区间

分为“十一五”和“十二五”两个阶段，在计量方程(1)
中加入行业专利密集度和 2011年时间虚拟变量(是
否 2011年及之后)的交互项，回归结果如 Panel B的

(5)—(8)列所示；从中可以发现，除外观设计外，其他

列的交互项系数均显著为正，并且行业专利密集度

和2011年时间虚拟变量的交互项系数的绝对值大于

2006年，说明《纲要》促进企业创新的效应在“十二

五”期间大于“十一五”期间。

(四)机制探讨和异质性分析

1.机制和拓展性分析

按照既有文献，创新政策能够通过补贴、信贷优

表3 稳健性检验

Panel A变量

intensity×post06

企业控制变量

企业固定效应

城市—年份固定效应

样本数

调整的R2

Panel B变量

intensity×post06

intensity×post11

企业控制变量

企业固定效应

城市—年份固定效应

样本数

调整的R2

(1)

被引次数

0.050**
(0.022)

是

是

是

2415258
0.373
(1)

三类专利

0.067***
(0.022)

是

是

是

217168
0.453

(2)
被引次数

(剔除自引)
0.049**
(0.021)

是

是

是

2415258
0.371
(2)

发明专利

0.057***
(0.020)

是

是

是

217168
0.413

(3)
平均被引

次数

0.029**
(0.014)

是

是

是

2415258
0.261
(3)

实用新型

0.038***
(0.014)

是

是

是

217168
0.419

(4)
平均被引次

数(剔除自引)
0.028**
(0.013)

是

是

是

2415258
0.256
(4)

外观设计

0.005
(0.006)

是

是

是

217168
0.398

(5)

三类专利

0.124***
(0.038)

是

是

是

2415258
0.435
(5)

三类专利

0.032***
(0.012)
0.061**
(0.025)

是

是

是

2415258
0.434

(6)

发明专利

0.060***
(0.017)

是

是

是

2415258
0.415
(6)

发明专利

0.023**
(0.010)
0.036**
(0.015)

是

是

是

2415258
0.414

(7)

实用新型

0.102***
(0.033)

是

是

是

2415258
0.408
(7)

实用新型

0.021***
(0.008)
0.053**
(0.023)

是

是

是

2415258
0.407

(8)

外观设计

0.015**
(0.006)

是

是

是

2415258
0.326
(8)

外观设计

0.005**
(0.002)
0.001
(0.003)

是

是

是

2415258
0.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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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和税收优惠等渠道而促进企业创新(Chen et al.，
2017；Chen et al.，2018；Chen & Zhang，2019)。表4展
示了《纲要》影响企业创新的各种机制：首先，第(1)列
表明《纲要》通过促进企业研发支出而提高了专利申

请；其次，第(2)—(4)列显示，《纲要》显著提高了企业

的补贴率，但没有显著降低企业的利息成本和所得

税率。此外，如第(5)列和第(6)列所示，无论用OP还

是 LP方法计算 TFP，《纲要》都显著提高了企业的

TFP。
2.异质性分析

结合中国企业专利活动的特征事实，本文还检

验了《纲要》影响企业创新的异质性效应。第一，规

模异质性。表 5第(1)列的结果显示，“二乘项”系数

显著为正而“三乘项”系数不显著，说明《纲要》能显

著提高中小企业的创新水平，但对大企业和中小企

业的影响不存在显著差异。第二，所有制异质性。

第(2)列的结果表明，《纲要》不会显著影响国有企业

的创新水平，但会相对提高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的

创新水平。第三，出口状态异质性。如第(3)列所示，

《纲要》能显著提高非出口企业的创新水平，并且对

于出口企业和非出口企业的影响不存在显著差异。

第四，地区异质性。第(4)列表明，《纲要》显著促进了

中西部地区企业的创新水平，并且对东部和中西部

企业的影响不存在显著差异。第五，要素密集度异

质性。从第(5)列可以看出，《纲要》会显著提高劳动

要素密集型行业企业的创新水平，相比劳动要素密

集型行业，《纲要》对资本要素密集型行业企业创新

水平的促进效应显著更小。

综合上述第一、第三和第四点结论可以推测，中

国企业创新之所以展示出以2006年左右为分水岭的

“倒U型”趋势，主要是由《纲要》实施后新进入企业

的创新异质性所导致的。作为进一步的证据，本文

将 2006年后新进入企业的样本与全样本做了对比，

发现前者在规模、地区、行业维度上的创新基尼系

数，以及出口企业相对非出口企业的专利比率都相

对更小。

五、结论

本文首先为中国专利数据库与中国工业企业数

据库的匹配提供了一套科学的匹配方法，并基于匹

配数据梳理了中国企业在专利活动方面的5个特征

事实。从企业特征看，大企业相对于小企业、民营企

业相对于国有企业、出口企业相对于非出口企业、劳

动要素密集型企业相对于资本要素密集型企业具有

更高的创新性。从地区和行业维度看，企业创新都

注：列(1)的被解释变量等于研发支出加1后取自然对数；列(2)的被解释变量等于政府补贴比上主营业务收入后乘以100；列
(3)的被解释变量等于利息支出比上资产总额后乘以100；列(4)的被解释变量等于应交所得税比上主营业务收入后乘以100；列(5)
和列(6)的被解释变量分别表示以OP和LP方法计算的TFP。

表4 机制和拓展性分析

变量

intensity×post06

企业控制变量

企业固定效应

城市—年份固定效应

样本数

调整的R2

(1)
研发支出

0.106*
(0.062)

是

是

是

904187
0.583

(2)
补贴率

0.008***
(0.003)

是

是

是

2111544
0.388

(3)
利息成本

-0.020
(0.015)

是

是

是

1519276
0.495

(4)
所得税率

-0.016
(0.014)

是

是

是

1929479
0.432

(5)
TFP(OP)

0.032***
(0.011)

是

是

是

1939085
0.659

(6)
TFP(LP)

0.037***
(0.011)

是

是

是

1939312
0.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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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现出很高的集聚性。更加有趣的是，本文发现

2006年似乎构成了中国企业创新模式转换的分水

岭，因为以此为界，在规模、地区、行业层面的集聚性

以出口企业的相对优势等各个维度上，中国企业的

专利申请行为都呈现出显著的“倒U型”特征。

鉴于以上发现，并考虑到2006年颁布实施的《纲

要》是中国近十几年来最为重要的创新政策之一，本

文利用准双重差分法研究了《纲要》对中国企业创新

的影响。分析表明，《纲要》显著促进了企业的专利

数量、质量以及企业的TFP水平，也更多地促进了劳

动密集型行业的创新产出，但从规模、地区和出口状

态角度看，却没有对企业创新行为造成异质性影

响。考虑到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是一个大量企业进

入退出的非平衡面板数据，而准双重差分法只是捕

捉了《纲要》对2006年前后一直存在于样本中企业的

作用效果，本文又对 2006年之后进入样本的企业重

新计算了规模、地区和行业层面的创新基尼系数以

及出口企业对非出口企业的专利比率，发现它们都

显著小于相应的全样本指标，进而说明各种“倒U
型”特征主要是 2006年之后新进入企业的异质性所

导致的。

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中国经济增速逐渐放缓

表5 异质性分析

注：各列的F-test表示“二乘项”和“三乘项”系数之和等于0的联合F值，Proba表示相应的p值。列(1)—(5)中的企业分组变量
均根据企业1999-2005年的数据计算。large表示是否大企业的虚拟变量(在企业规模分布的中位数以上)；poe和 fie分别表示是否
民营企业、外资企业的虚拟变量；export表示企业是否出口的虚拟变量；east表示企业是否属于东部地区的虚拟变量；capital表示
企业是否属于资本要素密集型行业的虚拟变量。

变量

intensity×post06

intensity×post06×large

intensity×post06×poe

intensity×post06×fie

intensity×post06×export

intensity×post06×east

intensity×post06×capital

企业控制变量

企业固定效应

城市—年份固定效应

样本数

调整的R2

F-test β1+β2=0
Proba＞F

(1)
三类专利

0.043***
(0.010)
0.010
(0.018)

是

是

是

1695934
0.409
3.765
0.053

(2)
三类专利

0.008
(0.009)

0.049***
(0.014)

0.040***
(0.014)

是

是

是

1695944
0.407
8.105
0.005

(3)
三类专利

0.040***
(0.013)

0.020
(0.014)

是

是

是

1698622
0.408
5.404
0.021

(4)
三类专利

0.043**
(0.017)

0.006
(0.006)

是

是

是

1698622
0.407
6.481
0.011

(5)
三类专利

1.029***
(0.174)

-0.988***
(0.174)

是

是

是

1698622
0.408
9.278
0.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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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进入需要依赖创新驱动的“新常态”(Wei et al.，
2017)。本文分析表明，以《纲要》等为代表的创新政

策不但在整体上促进了中国企业的创新活动，而且

导致了非常有趣的均等化结构性效应。考虑到《纲

要》包括了财税、金融、产业组织、知识产权保护等各

种配套政策，由此自然衍生的一个问题是，到底是哪

些更为具体的政策工具导致了上述效应。更进一

步，创新活动在地区和行业层面的均等化会如何或

者在多大程度上对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造成影响，

也是值得深入挖掘的重要问题。

注释：

①资料来源：“World Intellectual Property Indicators-2012”，
参见http://www.wipo.int/publications/en/details.jsp?id=273。

②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是中国专利申请数据的权威来

源，本文专利数据更新至 2017年 2月底。那些未通过形式审

查(未公开)的专利不在本文的数据库中，考虑到实用新型和外

观设计只需要进行形式审查，故这两类专利基本上都已被授

权，而发明专利需要进行实质审查，公开后未必被授权。由于

专利从申请到公开最长需要 18个月，故截至 2017年 2月底，

在2016年和2017年申请的专利还有很多未公开，因此本文剔

除了2016年和2017年申请的专利。此外，本文的专利引证和

被引证数据来自Google Patent，获取时间是 2017年 12月底。

Google Patent会定期更新全球的专利引用信息，相比中国国家

知识产权局提供的专利引用信息，对国外专利引用中国专利

这种情形的覆盖面更广。

③每个专利都有唯一的申请号，并且专利权的法定保护

期限是从申请日开始计算的。外观设计使用的是洛迦诺分类

号，而非 IPC号。当一个专利有多个 IPC分类号时，一般选择

专利的第一个 IPC分类号(主 IPC分类号)来代表其技术类别。

技术领域和国民经济行业不存在一一对应关系，但国家知识

产权局提供了一张 IPC分类号和国民经济行业(GB4754-2011)
的对应关系表，参见：http://www.sipo.gov.cn/tjxx/zltjjb/201512/
t20151210_1215698.html。根据专利申请人名称，可以分为个

人、企业、科研单位、大专院校和其他组织机构五类。通过申

请人地址信息，能判断申请人是本土或外国申请人，基于本土

申请人的详细地址信息，可以确定其所属省、市、区县、乡镇街

道，甚至是经纬度。当专利申请人有多个时，只提供主申请人

的详细地址，因此本文都是以每个专利的主申请人的信息作

为专利申请人的基本信息。与论文署名不同，专利权没有主

次之分，因此存在多个申请人时，它们共享同样的专利权；而

发明人的顺序和中文论文的作者排序类似，第一发明人一般

被认为是贡献最大的人。最后，还有一些文献使用专利 IPC
分类号的数量来衡量专利质量(张杰和郑文平，2018；Lerner，
1994)。

④具体而言，2010年工业企业数据都无法同时通过如下

一些检验条件：(1)企业总数、工业总产值、资产规模、主营业务

收入、利润总额和从业人数等几个主要变量的数据加总后和

国家统计局官方公布的数据不能有太大差别(差别在 10％—

20％以内)；(2)工业企业数据中，企业财务报表中的数值型变

量不会存在小数点；(3)能通过会计恒等式检验，即(负债总额+
所有者权益)/资产总额的绝对值不等于 1的样本数不能太多

(不超过10％—20％)；(4)能通过资产规模分布的断点检验，即

对企业资产总额取自然对数后，画出其核密度(kdensity)曲线

图，图中不能存在明显的断点。因此，本文不使用 2010年的

数据。

⑤与TFP估算相关，总劳动力成本包含应付工资总额、应

付福利费总额、失业保险、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费、住房公积

和住房补贴这 5个指标，除 2009年外所有年份都有应付工资

总额这个指标，但只有 2004-2007年的数据包含所有 5个指

标；此外，考虑到Brandt et al.(2012)只提供了 1952-2006年的

资本价格指数，本文使用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固定资产投资价

格指数外推2007-2013年的资本价格指数。

⑥由于在样本期内，国民经济行业代码发生过两次调整，

本文在匹配时将每个企业的行业信息都调整到了 2011年版

的国民经济行业代码(GB4754-2011)；类似地，样本期内中国

部分地区发生了行政区划调整，本文在匹配时将每个企业的

行政区划代码调整到了2013年版的行政区划代码(GB T2260-
2013)。

⑦本文采用编辑距离(levenshtein distance)的算法进行模

糊匹配，Python或Mysql都可以实现这个算法。编辑距离是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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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字符转换成另一个字符所需要的最少的编辑操作次数

(一次编辑操作指替换、插入或删除一个字符)，同意理解，两个

字符串的编辑距离越短，它们的相似度越高。具体地，假设A
和B两个字符串的长度分别为LA和LB，它们之间的编辑距离

为L，那么A和B的相似度为S(A，B)=1-L/max(LA，LB)。读者若

对详细的匹配流程与结果感兴趣，请与作者联系。

⑧特征事实 1-3涉及到企业的财务信息，本文按照如下

规则剔除异常的样本：第一，年销售额在500万元以下；第二，

职工人数少于8人；第三，流动资产高于总资产；第四，总固定

资产高于总资产；第五，年销售额、职工人数或总资产数据缺

失。另外，特征事实 1-5使用的企业专利数据都是最终被授

权的专利。

⑨假设有 n个企业，每年所有企业按资产规模由低到高

依次排序，从第1个企业到第 i个企业累计专利申请数量占所

有企业专利申请数量的比重为wi，再根据如下公式计算出每

年的创新基尼系数：GINI=1-2 ∫10 widi。
⑩鉴于资本要素密集型行业的资产规模一般远大于劳动

要素密集型行业，本文认为使用工业总产值做分母比资产总

额更为合理。然而，使用资产总额作为分母会更加有力地支

持本文的观点。

􀃊􀁉􀁓行业专利密集度的计算方法参考了国家统计局的定义，参

见http://www.stats.gov.cn/tjgz/tzgb/201904/t20190409_1658542.
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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